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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日传播与回流
*

———以古代书画艺术的中日交流为例

叶 磊

(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 要: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潮流中，中国书画艺术造就了日本书画艺术，

而日本书画艺术在传承和受容中国书画艺术精华并历经本土化发展后，又通过回流传播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中日古代书画艺术的传播交流是一种双
向互动的交流模式，东传与西渐几乎贯穿了两国传播交流活动的始终，中国文化的东传、日
本的传承吸收、民族创意的改造、书画的西渐传播构成了两国书画艺术交流史的发展主线。
在数千年来的传播交流中，形成了传承与改造并重、东传与西渐并行、艺术与宗教并进、成就
与遗憾并存的基本特征。中日书画艺术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传播与交流是国家文化艺术
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传播交流和学习借鉴，才能推动人类艺术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书法艺术;绘画艺术;中日书画艺术;传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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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是一种以书法、绘画艺术为代
表的自成体系的静态视觉艺术，她是数千年来中华民

族文化艺术积淀的宝贵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自其诞生之日起即远
播四方，通过对外传播不断扩大其海外影响力和辐射

力，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艺术发展产生过深远影

响。在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海外传播历史中，传播交
流活动以对同为汉字文化圈内的东邻日本的影响最

甚。而在各种东传日本的艺术型式中，又以书法和绘
画艺术的影响最为深远。正如日本学者北川桃雄所
说:“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艺术
的东传在顷刻间席卷了日本列岛，改变了日本原始艺

术的落后面貌……在中国艺术的熏陶下，日本艺术由
单调走向了丰富，由封闭走向了开放，进而对人们的

精神世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1］当然，在人
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长河里，文化总是相互传播和影

响。在当我们注目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日传播
及其深远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日本艺术在发

展成熟后的反向传播与回流现象。也正是由于历史
上中日两国传统艺术的互为传播、交汇与兼容，进而
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绚丽夺目的东亚艺术。
关于中日两国的传统造型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

的传播交流，就当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

者对于中日两国书法、绘画艺术的单独研究较为充
分，但是从传播学角度所开展的中日书画艺术交流研

究却是相对鲜见。鉴于此，笔者以古代书画艺术的中
日交流为例就此命题展开论述，旨在探明中国传统书

画艺术的对日传播历程、日本传统书画艺术的西渐传
播史实以及中日古代书画艺术传播交流的基本特征

和历史价值等，以期丰富中日艺术交流史与中日关系

史的相关研究，同时也希望借此研究进一步推动中日

两国文化艺术的交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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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书法艺术的对日传播与回流

中日两国书法艺术的传播交流可谓是历史悠久、
成就斐然。在双向互动的交流历程中，中国书法的对
日传播是主流。在中国书法的影响下，日本书法逐渐
形成了汉字书法与假名书法并存的双线型发展模式，

其书风经历了从仿唐汉字到和风假名再到汉风复古

的多次嬗变，而书体经历了从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的

转化并用。此外，作为书法派生物的日本篆刻艺术也
在中国造型艺术的传播大潮中应运而生。随着日本
国风文化和民族自觉意识的日益生发，日本开始有意

识地进行以作品输出为主要形式的对华艺术传播，两

国书法艺术自此不断交融，而中国书法也因此在传播

与回流的过程中获得启发和受益。
( 一) 中国书法的对日传播

尽管目前学界还无法考证确定中国书法对日传

播的具体开端时间，但普遍认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

期应是中日书法交流史上的萌芽期。学者任平指出，
与中国魏晋之前以文字观代替书法观的情况相同，即

自从汉字传入日本，日本就有了书法。［2］230根据这一
观点，公元 285 年王仁携汉文经典赴日即构成了书法
对日传播史的第一幕。毕竟汉字是书法赖以生存的
物质基础，而汉文经典的传日促使日本形成了自己的

文字系统，同时也开启了日本最为原始的书法实践。
公元 6 世纪，随着佛教的东传及其在日本本土的快速
传播，用汉字记载镌刻的佛经、碑铭开始在日本大量
流布。汉文佛典的传入，在日本掀起了一股以传播佛
教义理为宗旨的写经热潮; 而金石碑铭的流布则反映

出日本对中国汉字书法的娴熟运用。如刻于公元
607 年的《法隆寺药师造像铭》其铭文皆为楷书，笔致
圆润且线条优美，尽显中国六朝书风韵味。该造像铭
的创作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书法对日传播的深刻影响，

另一方面则彰显出日本书法的萌发成长与进取态势。
隋唐及五代时期是中日交流的活跃期，同时也是

中国书法对日传播的全盛期。正如美国汉学家费正
清所说:“七世纪的唐代中国雄踞在当时世界其他一
切政体的顶峰，对日本、新罗、百济诸国影响深远，整
个东亚的文化艺术发展几乎全盘唐化。”［3］107由于受
到盛唐时期强大汉文化的熏陶和感染，日本宗唐学

汉，争相临习晋唐名家蔚然成风，其中以王羲之、欧阳
询和颜真卿的书风传播最广。这一时期频繁来华的
遣唐使、画师和僧侣，在归国时总能携回在唐所得的
大量晋唐书家名作。据史书记载，日僧空海在归国时
曾满载 216 部 461 卷各类书籍，其中书法作品有《大
王( 王羲之) 诸舍帖》一帧、王羲之《兰亭序碑》一卷、
《欧阳询真迹》一卷、《张渲真迹》一卷、《梁武帝草书
评》一卷、《李邕真迹屏风表》以及各色飞白、行草书
等。［4］11357另据《请来目录越州录》记载，日僧最澄入唐
后也带回了为数可观的中国书迹，如《王羲之十八

帖》《王献之书法》《欧阳询书法》《褚遂良集一枚》
《开元神武皇帝书法》《梁武帝评书》《真草文一卷》
《古文千文一卷》《大唐圣教序》《台州龙兴寺碑》
等。［5］98从书法传播的意义上看，这些晋唐书家的手迹
无疑给日本书法带来了极大启示，日本仿唐书法悄然

形成，自此书法在整个日本文化艺术中开始有了相对

独立而重要的地位。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日书法交流的平稳发展期。

尽管这一时期对日传播的总体规模不及前代，但是给

日本书坛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仍不可小觑。值得注
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流与隋唐五代相似，仍然

是由宗教所承载。中国宋元禅僧东渡日本，不仅带去
了禅宗，同时也将中国新汉风书法( 禅僧墨迹书法)

带到了日本。其中最为著名人物的有兰溪道隆、大休
正念、一山一宁等。在东传的墨迹书作中，王羲之式
的温文尔雅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苏黄一派的新

书风，展现出宋代苏东坡、黄庭坚、张即之等人的尚意
风格。中国书法发展到明代，在形式与内涵上均有了
不少新的突破，而将这种“新的突破”带入日本的依
然还是中国的禅僧。而从中国书法对日传播的主题
出发，最应提及的是黄檗僧人的渡海赴日。据《海上
见闻录定本》记载，中国黄檗宗僧人隐元于明亡清立
之际携弟子五十众渡海赴日，在开宗立派的同时也将

大量宋明汉学著作及文人书画传入日本。［6］43无论是
隐元，还是之后赴日的木庵、即非、独立等人，本身均
精于书法篆刻，成为了明清文人书法在日本的直接传

授者。在黄檗僧人的引导下，江户时期日本书家的学
习对象由宋代的苏东坡和黄庭坚转向了明代的文徵

明和董其昌。因此可以说，以隐元为代表的黄檗僧人
的东渡，直接传播了明清文化和文人书风，对江户时

期复古书风的形成和兴盛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论及中日书法，除传统意义上的纸书墨迹书法

外，印学篆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篆刻交
流史作为书法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日文化传

播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同样焕发着绚烂的光彩。作为
书法的派生物，篆刻与书法几乎于同一时间传入日

本，但若究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汉倭奴国王金印”
的东传。［7］1受隋唐印制的影响，公元 7 世纪末时日本
形成了自己的官印制度，从而真正标志着日本篆刻艺

术的开端。而在日本印章制度的形成过程中，频繁持
续的中日文化交流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最值得一提的当属 8 世纪中期鉴真和尚的东渡，他在
将中国佛法传入日本的同时也带去了书法、篆刻和绘
画艺术，从此篆刻在日本成为了一种独特而广泛的艺

术形式。12 世纪幕府武家政权的建立，揭开了中日
篆刻传播交流史的新篇章。一方面，兰溪道隆、无学
祖元、一山一宁等中国禅僧的渡海赴日将宋元禅林的
私印之风传入了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学问僧的赴华

交流相比前代更加活跃。日本僧人在其归国时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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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宋元名家的书画作品以及唐代以来一些文人

所用的书画印章，故令中世的日本印界重新焕发出了

熠熠光彩。及至近世，日本的印章篆刻技术开始趋于
成熟，而这主要归功于中国禅僧独立和心越。独立的
贡献在于将中国地道的篆刻技术传入日本，进而改变

了日本印坛一贯以来只善用印不善治印的局面; 而心

越的贡献在于将其东渡时所携《韵府古篆汇选》翻刻
流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日本篆刻界缺乏工具

书的现实问题。［8］在独立和心越的引领和推动下，日
本近世印坛充满了勃勃生机，涌现出江户派、浪华派、
长崎派、今体派等诸多篆刻流派，日本篆刻艺术呈现
出勃兴之势。纵观日本历朝历代，中国篆刻艺术对日
本篆刻艺术的影响可谓是无所不在。就如日本学者
神野雄二所述: “可以毫不讳言地说，日本篆刻艺术
的源动力来自于中国，每一次中国篆刻技艺的传来都

推动着日本篆刻艺术的向前发展……篆刻艺术的东
传，带给日本的不仅仅是传统艺术的进展，对于人们

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9］日
本学者的这一观点或许可以视作为是对中国篆刻艺

术对日传播效果的最佳注解。
( 二) 日本书法的西渐交流

从目前的考古发掘和史料记载情况来看，日本书

法的首次西渐是《宋书·倭国传》所载升明二年
( 478) 雄略天皇上书刘宋王朝的《倭王武上宋顺帝
表》。该表文是中日关系史上唯一完整留存于史籍
的日本汉字国书。从其书风情况来看，应是受到中国
六朝书法风格的影响。尽管当前还无法确定书写者
是日本书人还是中国移民，但鉴于书表来自于日本的

这一事实，故学界通常还是将此视作为中国最早接触

到的日本书法。
迨及隋唐五代，随着中日两国之间人物往来的增

多，史书对传入中土的日本书法的记载也相应增加。
就官方往来情况来看，《新唐书·日本传》云: “建中
元年，使者兴能献方物……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
人莫识”;《册府元龟》亦云: “倭国遣大使兴能，自明
州路奉表献方物。其本国纸似蚕茧而紧滑，人莫其
名”。关于“兴能善书”一事，据陶谷所撰《清异录》记
载:“兴能来华，译者闻其善书札，乞得章草两幅”①。
以上史料表明，唐建中元年( 780 ) 时，日本使节的书
法作品以及日本的本土和纸已传入中国。就民间往
来情况来看，既有日本书人的在华创作，也有书法作

品的渡海西传。空海在唐期间曾撰有《大唐青龙寺
故三朝国师碑》②，碑文共 1500 余字，碑石虽已佚失
但碑文内容却收录于空海《性灵集》卷二之中。［10］155

此外，这一时期日本写经书法的相关抄本作品也通过

多批次的商贸往来和宗教交流传到了中国。据唐代
公文《明州牒》记载，日本僧人最澄于贞元二十年
( 804 年) 入唐求法，携《法华三部经》《屈十大德疏》
《本国大德诤论》等 5 部 22 卷佛经典籍往天台山供

养③。以上典籍均为日本写经巅峰时期的手抄经卷，
其中《法华三部经》是用金粉缮抄的楷书写经精品。
有唐一代，除最澄携带典籍来华外，圣德太子的《三
经义疏》、淡海三船的《大乘起信论注》、石上宅嗣的
《三藏赞颂》等也相继通过宗教界人士传入中国④。
可以说，这些抄本的西渐尽管在当时仅是以宗教交流

为目的，但是却间接地将奈良至平安初期的书法艺术

带到了中国。五代十国虽恰逢中国动荡纷争时期，但
中日宗教往来却未曾中断，其中最具意义的事件是日

僧宽建的赴华传书。据《扶桑略记》载，日本延长四
年( 926) 兴福寺沙门宽建入华求法，天皇特令其将小
野道风“行、草书各一卷”送往中国流传⑤。如果说此
前的兴能留书唐人与最澄携抄本入唐仅是一次无意

之举的话，那么宽建携道风书迹来华则是一次真正以

书法传播为目的的有意识的文化输出，流露出日本民

族对日渐成熟的国风文化的自信以及试图以和风书

法扬名中华的决心。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日书法传播交流进入到一

个双向流通阶段。由于明清以降的日本或因时局动
荡或因闭关锁国，故两国间的交流特别是书法作品的

西渐主要是集中在宋元时期。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
统计，名留史册的入宋僧达 130 余人，入元僧超 200
人，而事迹失考的来华僧人更是数不胜数。［11］254、305、420

由于两国禅林交往密迩，日本书法的西渐已成规模，

从而使中国书界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日本的

书艺。宋元时期最为重要的交流事件当属日本假名
书法的西传中国。据陶宗仪所撰《书史会要》记载:
“日僧曰克全字大用者，颇习华言，云彼中自有国字，
字母仅四十有七。全及以彼中字体写中国诗文，虽不
可读，而笔势纵横，龙蛇飞动，俨有颠素之遗则”⑥。
其中“国字”即日语中的平假名，“笔势纵横，龙蛇飞
动”即为假名书作的和风特色，这是关于日本假名书
法首次完整传入中国的珍贵记录，在中日书法传播交

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古代绘画艺术的对日传播与回流

与中国书法的传播交流相似，中国绘画在历史上

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日传播。就其传播效果来看，
日本绘画在中国绘画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

的依附型发展模式，实现了从佛绘、唐绘到水墨画、文
人画的多次嬗变发展。五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绘画的
对日传播，日本绘画也开始通过多种途径反向传播至

中国，从而使中国画界得以领略到日本画人的绘画技

艺。
( 一) 中国绘画的对日传播

中国绘画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日传播是南北朝至

隋唐时期，亦即日本的飞鸟至平安时代。这一时期，
随着佛教的东传，大批中国工匠和画师开始相继进入

日本，为其寺院庙宇雕塑佛像、绘制壁画，从而极大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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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尽管该时期木石造像和壁刻
漆画已十分普遍，但从现代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

以上作品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绘画作品。隋唐以
降，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佛绘艺术趋
于鼎盛，而在其发展进程中，中日两国的僧侣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以鉴真为代表的东渡
僧人为佛绘发展作出了创作示范，唐招提寺金堂的大

量唐风塑像和绘画便是鉴真一行人等东渡日本的重

要成果; 另一方面，以空海、最澄为代表的日本僧人在
入唐求法的同时，也将唐朝佛教密宗的佛画图样带入

了日本( 如《真言五祖像》《胎藏界曼陀罗》《金刚界
曼陀罗》等［12］28 － 29 ) 。于是，佛教美术由显教转为密
教，显示出了与传统佛画所不同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神

秘主义气息。
当然，中国绘画的对日影响不仅反映在宗教领

域，世俗美术“唐绘”也是中国绘画对日传播的具体
成果。所谓“唐绘”既指从唐朝传入日本的绘画作
品，也指日本画师完全袭仿中国六朝及隋唐绘画的作

品。唐代以来，通过两国大规模的互动交流，中国大
量绘画作品输入日本，日本平安诗集和各类文献中对

于唐绘的记载可谓是比比皆是。《释奠图像》即是唐
绘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幅。据传是吉备真备入唐
时从弘文馆获得，归国后交由本国画师图摹使用。总
之，在盛唐文化的影响下，输入、仿制及观赏唐绘作品
已成为当时日本贵族社会的一种审美情趣和流行风

尚。
中国绘画的第二次大规模对日传播是宋元明时

期，亦即日本的镰仓至室町时代。进入宋代以后，随
着禅宗的东传，以禅宗往来为主体的两国文化艺术交

流日益增进。中国绘画再一次流传到了日本，其中以
水墨画的传入最具历史意义。从时间上看，水墨画的
东传与禅宗东传的时间基本一致⑦，因此可以认为这

一时期东渡求法的日本僧人就是水墨画的实际传播

者。
根据笔者研究，从镰仓到室町时代传入日本的绘

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宋元明禅僧的水墨画

作品，如牧溪的《远浦归帆图》、玉涧的《洞庭秋月
图》、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等; 第二类是宫廷画师
的水墨画作品，如梁楷的《出山释迦图》《雪景山水
图》、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李迪的
《红白芙蓉图》《雪中归牧图》等; 第三类是以宁波为
中心的江南佛画，如金大受的《十六罗汉图》、陆信忠
的《涅槃图》等。日本室町艺人能阿弥所著《御物御
画目录》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流传到日本的各类绘画
佳作，其中以牧溪、梁楷、马远等人作品的出现次数最
多。这是因为牧溪等人的水墨画十分符合日本禅僧
的审美习惯。以画悟道、观画证性是禅宗绘画的主要
功能之一，而水墨画所采用的象征及暗示手法与禅宗

强调心灵感悟的求证方式是颇为契合的。［13］因此自

水墨画东传后，便在日本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发展。
中国绘画的第三次大规模对日传播是在清代，亦

即日本的江户时代。此时的日本绘画虽已有了较大
发展，但两者间的交流仍以日本向中国传承为特征。
由于同时期的日本实行了严厉的锁国政策，因此清代

以来对日绘画传播多借助于书籍画谱的间接途径。
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输往日本的画谱种类繁多、数
量巨大，主要有《芥子园画传》《图绘宗彝》《八种画
谱》《十竹斋画谱》《晚笑唐画谱》《墨兰谱》《刘氏画
谱》《天下有山堂画谱》《书画同珍》《无双谱》等二十
余种［14］，其中以介绍中国文人画画论的《芥子园画
传》传播最快、最广。据日商田中清兵卫《唐本目录》
等文献记载，该画传曾多次传入日本，初集首传时间

大致为元禄元年( 1688 ) ，传入次数不少于 41 次，传
入数量不少于 238 套; 二、三集首传时间大致为元文
五年( 1740) ，传入次数不少于 24 次，传入数量不少
于 117 套; 四集首传时间大致为天保十年( 1839 ) ，传
入次数不少于 6 次，传入数量不少于 21 套。［12］192 － 193以

上画谱一经传日，文人画便受到日本画家的极大青

睐，并迅速取代水墨画成为了近世画坛的新风尚。当
然，中国文人画能够在日本快速传播，还得益于沈南

苹、伊孚九、方西园、李用云等中国画家的交流示范。
他们曾多次赴日传道授业，成为中日绘画传播交流史

上的一段佳话。
( 二) 日本绘画的西渐交流

日本绘画拥有近两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而在其

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受到中国绘画的直接影

响。通过两国绘画艺术的互为传播，不仅有大量中国
绘画作品流传日本，同时也不乏日本绘画西渐中国的

具体事例。
如前所述，唐代是中日文化艺术交流的鼎盛时

期。在此期间，日本共计遣使赴华 19 次之多，各类遣
唐人员 5000 余人。［15］64借助于频繁的遣唐交流，日本
在积极摄取盛唐文化养分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将本

国绘画传入了中国。据显真《圣德太子传私记》记
载，《唐本御影》( 圣德太子绘像) 曾绘制两幅，一幅留
日，一幅由唐人携归中土。倘若此事考证属实，则该
绘像将是日本绘画西渐的肇始。此外，米元章《画
史》中所记载的《日本著色山水》以及江少虞《皇朝类
苑》中所记载的《画牛》也是日本绘画西渐的又一例
证。［2］82由于上述作品均经过南唐李煜之鉴定，因此可
以判断日本绘画最迟在唐末五代之时已传入中国。
当然，日本绘画西渐的方式除作品的直接输出外，还

包括日本画师的来华创作献艺。据圆仁《入唐新求
圣教目录》记载，日本画师粟田家继在华期间( 唐文
宗开成年间) 曾绘制十余幅作品，如《南岳思大和尚
示先生骨影》《天台大师感得圣僧影》《阿兰若比丘见
空中普贤影》等。［16］1084这些作品不仅向唐人展示了日
本画人的绘画技艺，而且也促进了日本绘画艺术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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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传播。
宋代是日本大和绘艺术的繁荣发展期，大和绘亦

称倭绘或倭画，是一种具有典型日本民族风情特色的

绘画艺术。故这一时期输往中国的日本绘画也以大
和绘作品居多，如《宋史·日本传》所载“倭画屏风一
双”即为入宋僧奝然遣弟子入华进献朝廷的方物。
在这一时期的两国绘画传播交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扇绘的西渐。据《嘉泰普灯录》记载，日本禅僧
觉阿上人曾于淳熙二年( 1175 ) 遣僧向杭州灵隐寺馈
赠“彩扇二十事”⑧。“彩扇”即绘有图案的扇子，这也
是日本绘扇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至于扇面上的绘
画内容，根据《皇朝类苑》卷六十《风俗杂志·日本
扇》条中的说明，我们推测传入中国的日本扇绘基本
上是以山水风景为主题的大和绘作品。这种殊乡异
俗的画题和风格独特的技法令中国人士大开眼界，惊

叹赞美者多有之。江少虞《皇朝类苑》认为“中国之
善画者，或不能也”; 吴莱《东夷倭人小摺叠画扇子
歌》称其“素绘巧艳”; 贡性之《倭扇诗》则以“巧艺夺
天工”赞之。
元代日本入华交流者同样以禅僧居多，而禅僧当

中又以画僧居多。如雪村友梅、墨庵灵渊、此山妙在、
铁舟德济等均为两国间的绘画交流作出过贡献。至
治年间( 1326 － 1328) 入元的墨庵灵渊曾遍访中国江
南古刹，其在华所创作品《二十二祖图》先后得到了
月江正印、了庵清欲、楚石梵琦等元僧的题赞，享有
“牧溪再生”之誉。此山妙在亦是擅长画技的禅僧，
《若木诗集》记载其入元后曾画《达摩祖师像》赠元僧
圭斋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姓名失考的来华日本画
僧，在华期间访求名师画友，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如
《云山千里图》等⑨。
明清时期，由于长期海禁和闭关锁国，日本绘画

西渐的规模已大不如前。日本绘画作品的输出情况
虽鲜见史料记载，但日本画师( 画僧) 的赴华交流却

是有据可考。在来华的画师( 画僧) 中，影响最大、成
就最高的是雪舟等杨。雪舟于成化三年( 1467 ) 入
明，师从院体画家李在并习得设色要领和泼墨技法。
因其画技高超，受到时人的极大关注。据《鲁庵诗
集》序称:“日僧雪舟，天性善画……取笔立成，生意
逼真。绝无计利，凡求索者，偏应无拒”。可见当时
向雪舟索求作品的明人不在少数。另据徐琏《送雪
舟归国诗》中“剩有丹青落世间”一句，可知雪舟的画
作在中国多有流传。事实也的确如此，雪舟等杨在华
期间创作的画作颇多，主要有《芙蓉峰图》《育王山
图》《镇海口图》《四季山水图》《宁波府图》《各国人
物图》等。［17］这些作品的流传，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
的重要事件，同时也是中日文化艺术传播交流史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

三、中日古代书画艺术传播交流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海外传播历史源远流长，早

在秦汉时代就有关于书法、绘画艺术输出海外的明确
记载。数千年来，东亚、西域乃至欧洲诸国在不同程
度上地接受着来自中国汉文化的强力辐射，但由于不

同国家之间的国情、民情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在与海
外诸国进行艺术传播交流时的特征表现也不尽相同。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历史文化既有一定渊源也

有很大差异。就两国之间的书画艺术传播交流而言，
中国对日传播的方式与途径，日本接受中国传播的态

度与做法，中日两国传播交流的效果与影响等值得我

们加以关注。
( 一) 传播交流的态度: 传承与改造并重

在近两千年的中日书画传播交流史中，中国作为

日本的文化母国，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和文化传播者的

姿态，毫无保留地将本国文化艺术精华输往日本。对
于中国来说，传播与交流的重点是前者，对外传播实

则为一种展示与示范。而作为文化后进国的日本，则
至始至终是以虔诚学习者的姿态积极摄取着来自中

国的文化滋养。对于日本来说，传播与交流的重点是
后者，对华交流实际上是一种传承和吸收。需要说明
的是，在唐代晚期以前的中日传播交流中，日本是通

过完全袭仿中国的书画艺术来发展自己的书画艺术，

其书画风格几乎与同时期的中国保持着亦步亦趋。
正如日本史学家井上清所说:“当时日本的造型艺术
与其说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中国传统艺

术的一个流派，故而其书画艺术作品充满着浓厚的异

国情调。”［18］84而在唐代晚期以后的中日传播交流中，
日本则是在传承和吸收中国先进文化的同时适时地

对外来艺术进行了民族创意的改造。无论是平安时
代从唐绘、汉字书法中衍生出大和绘、假名书法，还是
镰仓室町时代对水墨画图式的革新以及强烈装饰印

风的形成⑩，抑或是江户时代从明清版画中创造出浮

世绘版画以及对浮华文人书风的反叛，均是日本对从

中国“舶来”艺术的本土化改造。可以说，古代中国
的对日传播态度始终是无条件、无保留的文化输出;
而古代日本的对华交流态度，则是经历了由“全盘吸
收”到“内化改造”的转变。也正是因为这种态度，才
使得日本书画艺术具有了本民族的风格和特色。
( 二) 传播交流的方式: 东传与西渐并行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日文化传播交流实

际上是一个双向文化输出的问题，既包括中国文化的

对日输出( 即东传) ，也包括日本文化的对华输出( 即

西渐) 。就中日书画传播交流的具体实践而言，中国
书画艺术的东传是主流，主要通过官方( 日本遣使

团) 和民间( 中日僧侣) 两个层面上的交流活动来实

现。可以说，两国之间的书画交流基本上是以日本向
中国的单方面传承为特征。从传播交流的内容上看，
既有作品的直接输出，也有人物的互动往来，其中不

乏中日书画艺人在彼国他乡从事书画创造的史实。
日本书画艺术的西渐( 反向传播) 虽是支流，但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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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来几乎历朝历代均未曾中断，只是这种传播活

动大多依靠个体力量来实现。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在
平安朝以前的西渐传播多是以纯粹宗教交流为目的

的无意识的文化输出; 而平安朝以后的西渐传播则是

真正以书画艺术交流为目的的有意识的文化输出，反

映出日本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主意识的全面觉醒。总
之，中日古代书画艺术的传播交流是一种双向互动的

交流模式，东传与西渐几乎贯穿了两国传播交流活动

的始终，而中日两国通过互动往来也均有不同程度上

的受益。
( 三) 传播交流的载体: 艺术与宗教并进

纵观整个中日书画传播交流的历史，我们能够明

显地感觉到，书画艺术与宗教( 佛教) 之间始终保持

着密切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两千年来的中日
书画传播交流基本上都是由宗教所承载的。平安时
代中日书画传播交流的第一个高潮便是由僧侣所掀

起，中国方面以鉴真为代表，日本方面则以空海、最澄
为代表，他们共同推动了日本佛绘艺术与仿唐书法的

发展。镰仓至室町时代，僧侣仍是中日书画传播交流
的主要媒介。中国方面有兰溪道隆和大休正念，日本
方面有周文天章和雪舟等杨。正是由于双方的合力，
日本的水墨汉画、墨迹书法以及私印风气得到了极大
发展。江户时代，僧侣在两国的书画传播交流中依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没有隐元、独立、心越等中国
禅僧的渡海赴日，日本或许就不可能出现文人书法和

篆刻技术的隆兴局面。我们认为，书画艺术与宗教之
间之所以关系密切，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是由于日本佛教具有绝对权威，日本僧侣集团不仅能

够参与国政，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阶层，身兼

僧侣和画家( 书家) 的双重身份，具备鉴赏和传播艺

术的能力; 二是由于日本的最高统治阶层( 天皇贵

族、将军武家) 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艺术极度尊崇，
或许是出于迎合统治阶级趣味以及巩固自身地位的

需要，日本的僧侣们主动承担起了文化艺术传播的重

任。
( 四) 传播交流的成果: 成就与遗憾并存

可以说，中日两国近两千年来的书画传播交流史

可谓是波澜壮阔、灿烂辉煌。先论成就，其一是促进
了彼此国家的艺术发展。就日本来看，中国书画艺术
的东传无疑催生了日本的书画艺术并极大推动了其

成长发展。日本是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大受益者，在中
国先进文化的刺激和熏陶下，日本书画艺术实现了从

写经书法到文人书法、从佛绘到浮世绘的多次嬗变发
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书画艺术在某些历史时期
内还实现了一定的超前发展。例如，镰仓时代的宗峰
妙超在创作挂轴书作之时，中国书坛还尚未出现此类

形式。故学界猜测，后世中国明清挂轴的兴起很有可
能是受到宗峰书法的启发和影响; 其二是通过双向交

流使得一些历史艺术珍品获得了最大限度地保存。

起源于中国的一些书画艺术作品，或因时逢动乱而湮

灭不传，相反在流播地日本却得到了保存和发扬。例
如，牧溪的绘画作品在中国未能流传下来，但在日本

却有大量收藏。再论遗憾，尽管日本的书画艺术是在
传承中国书画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艺

术演进毕竟无法做到像其文化母国那般的系统和完

整，这一点在书法艺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帖学
与碑学的发展自古极不平衡，由于缺少篆隶二书的熏

染，以致书作中少了一些空间造型上的认识; 因为缺

乏魏碑的感召，于是书作中少了一些阳刚之气和雄强

风格。日本在历史上之所以重“帖”而不重“碑”，其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日中两国早期大规模交流所处的

晋唐时代恰好是中国楷行书的成熟与鼎盛时期，故秦

篆汉隶在其光辉掩映之下要显得黯然逊色。此外对
于外民族而言，篆文书体确实难以辨识，以致篆隶二

书、树碑立石的传统长期以来未能被日本所接受。总
之不管其原因如何，篆隶碑额缺失的事实不能不说是

日本古代书法史上的一大遗憾。

四、结语:对中日传统艺术传播交流的思考

综上所述，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造型艺

术的对日传播在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历史中是主流，

她催生和推动了日本书法、篆刻与绘画艺术的成长发
展。我们也同时注意到，随着日本国风文化的不断成
熟，日本书画作品也曾回流传播至中国，并给中国书

画艺术带来一定的启发和影响，中日两国传统艺术也

因此在不断交融中走向臻于至善的境界。可以说，中
国文化的东传、日本的传承吸收、民族创意的改造、书
画的西渐传播构成了中日古代书画艺术交流史的发

展主线。这种互为传播的循环关系可以解释为: 在中
国传统造型艺术的对外传播潮流中，中国书画艺术造

就了日本书画艺术，而日本书画艺术在传承和受容中

国书画艺术精华并历经本土化发展后又引起了中国

方面的注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书画艺术

的发展。就其历史意义来看，如果历史上没有两国书
画艺术的传播交流，日本或许就不会形成现今书画艺

术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繁荣局面; 如果历史上没有
两国书画艺术的传播交流，中国书画艺术的发展或许

未必能够尽善尽美，而中国古代的许多书画艺术珍品

也或许就无法流传、保存至今。就其现代意义来看，
以书画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作为传统文

化的重要构成，其独有的艺术性和审美性最能够生动

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在全球一体化的现今社
会，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进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

艺术的精粹，不仅能够更好地搭建与海外受众之间的

情感联系，而且在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进程中能够

发挥良好的桥梁纽带作用。
中日书画艺术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传统文化艺

术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是展示国家魅力和软实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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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文化艺术发展的必由

之路。艺术没有边界，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
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传播交流相互学习和借鉴，共同

推动人类艺术的向前发展。正如学者王莲所说: “艺
术的发展只有通过交流才能不断地继承、创新和吸收
新鲜血液，否则就会停滞、衰败和枯萎”。［14］这是艺术
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在中日书画艺术传播

交流史中得到了成功的印证。 ( 责任编辑:张超)

① 参见《清异录·卷·文用》。
② 对于是否存在由空海撰文亲书悼念其师惠果和尚的《大唐青龙
寺故三朝国师碑》，至今学界尚无定论。由于该石碑迄今未被
发现，也不见历代中国金石书志著录，故日本学者常盘大定疑

其“文成而碑未立”; 中国学者梁荣若认为“文字繁缛，不合金
石文字体”。笔者赞同王勇教授观点，即以惠果生前名声之显
赫，死后葬仪之隆重，有文无碑说似不合情理。只是密教经不
空、惠果而渐趋式微，以致石碑湮没无闻似有可能。具体参见
王勇、上原昭一《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艺术卷》，第 265 页。

③ 参见最澄《显戒论缘起》。
④ 参见明空《胜鬘经疏义私钞》和《金刚寺本龙论抄》所引《延历
僧录》。

⑤ 参见《扶桑略记》第二十四卷“醍醐天皇下”条。
⑥ 参见《书史会要》第八卷“外域”部分。
⑦ 有学者认为水墨画早在唐代就已传日，其理由是空海等入唐日
僧所携回的大量白描佛画即是最为原始的水墨画。笔者认为，
密教白描画稿并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水墨画。水墨画在
宋代兴盛之后，最先接触并将其传入日本的应是渡宋求法的禅

宗僧人。镰仓初期入宋的僧侣俊芿在归国时所携回的《送海东
上人东归图》( 作者不详) 和《十八罗汉图》( 贯休作) 即是当时
传日的水墨画之一。

⑧ 参见《嘉泰普灯录》第二十卷《日本国觉阿上人》条。
⑨ 参见伊藤松贞《邻交征书》初篇卷之二。
⑩ 日本镰仓时代强烈装饰印风的本土化意义在于创造性地将双
边线、亚字形、葫芦形以及鼎、爵、彝等器皿之形融入印章并构
成款式。从时间上来看，这种装饰精巧的印风在中国出现于元
明时期，而在日本则是出现于更早的镰仓时代亦即中国的宋末

元初，因此这一现象可视为是日本对中国传入印章款式的一种

民族创意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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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read and Ｒeturn of Chinese Traditiona Plastic Arts to Japan: Taking the
Sino － Japanese exchange of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as an example

YE Le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 Cheng，Jiangsu 224051)

Abstract: In the trend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lastic art，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has brought up the art of
Japa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whereas the Japa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which not only inherited and
accepte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but also underwent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has to some
extent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t through an counter － flow．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is a two － way interactive com-
munication mode． The eastward and the westward gradually ran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astward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the inheritance and absorption of Japan，and the( 下转第 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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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雕仿像常以人物肖像、山水景观、现代工业、花
鸟虫鱼等作为设计题材，或依据创作内容设计相关的

叙事场景。如《书中自有颜如玉》一书，设计师运用
电脑三维雕刻技术，将整书外立面塑造成楚楚动人、
秀色可餐的少女形象。尽管书的外观已形变成具象
写实的人物造型，但内页文本信息传达功能并未因此

受到削弱。相反，书的整体仿像，却巧妙诠释了“才
子”与“佳人”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外观形式与内页文
本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净化水》是一件以自来水生产流程为构形的

“书雕”作品，形象演示了工业化去除水中泥沙、重金
属、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的过程，并依照净化水的工
作原理，对生产流程进行了分区、分块的形象化处理。
版面巧借线描勾勒、页面分层刻画，使相互铰接、咬合
的“机械零件”，看上去显得有逻辑、有秩序，从而呈
现出层次分明，运转通畅、造型优美的视觉形态。
总之，数字出版时代重构书籍形态的视觉秩序，

目的在于推翻理性主义书籍设计千篇一律的呆板模

式，通过新颖的设计创意，营构面貌一新、制作精美的
书籍形态。基于这一缘故，采用切当的“形变”“仿
像”等书籍设计方法，既可突破模块化、程式化的设
计束缚，又能以独特的设计视角，创造出个性化的纸

媒体异形书，对重新审视书籍物态审美方式，起到至

关重要的形式再造作用。
毋庸讳言，运用形式多样的形变设计方法去寻找

书籍新的形式机遇，将意味着摒弃工业化的标准书籍

形态。如若设计不当，必会弱化文本阅读功能，这绝
非是设计的初衷。相反，倘或构思精深，巧于文本编
排，则可消弭这一瑕玷，彰显出超凡脱俗之设计高妙。
此外，构建书籍形态视觉新秩序，创作者的设计

心路不仅应具备宏阔的视野、丰盈的见识，还需用超
前的眼光关注当代艺术，从现代观念艺术中汲取精

华，借鉴创作方法，拓宽设计思路; 不仅如此，还应体

悟意匠思理之绝妙，把握设计脉动，捕捉设计灵感等。
惟有如此，才能建立起造型新颖、制作精良、物华工巧
的个性化书籍审美新秩序。 ( 责任编辑: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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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Deformation: Ｒeconstructing the Visual Order of Book Form
CAI Shun － xing

( School of Art，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210096)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reconstructing the visual order of book form is to subvert the original rationalistic modular-
ized and standardized design patterns of books，and use a series of design methods such as " deformation"，" imita-
tion" and " book carving" to find out new form opportunities for books，explore the new form organization and strange
deformation of paper books． The deformation of paper books is to focus on the unique form，strange appearance，visu-
al shock and other aspects of books，so as to establish a new aesthetic order of personalized books marked by novel
modeling，excellent workmanship and careful material selection．
Key Words: Book Form; Visual Order; Deformation; Im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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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Carving

( 上接第 171 页) creation of national ideas，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pread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west constitute the main line of development of the Sino － Japanese art exchange history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
ing．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over thousands of years，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inheritance and trans-
formation are emphasized，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parallel，the art and religion are advancing，and the achievements
and regrets are coexisting．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Plastic Arts; Calligraphy Art; Painting Art; Chinese and Japanese Painting and Cal-
ligraphy Art; Communi Cation and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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